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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郭凯明　颜　色　杭　静＊

　本文从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这一视角出
发，建立了一个产业结构转型模型核算框架，研究了生产要素禀赋
的相对数量、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的经济机制。之后
将这一核算框架应用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历史，定量评估和比较了
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两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发展了从人力
资本深化视角解释结构转型的理论研究，对中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生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经济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３．０４

一、引　　言

２０世纪末以来，中国和印度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也经历了显
著变迁。无论从产出方的产业增加值比重，还是从投入方的生产要素的产业
分布上看，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推动中国
和印度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力量是什么，其影响方向和程度在两国又是否一
致呢？林毅夫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和王勇 （２０１３）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
上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生产要素禀赋和结构，生产要
素禀赋和结构变化，就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事实上，中国和印度的生产要
素禀赋也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
多的两个国家，有着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并且，两国投资率显著高于其他多
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普及了基础教育，因此也都经历了快速的物质资本深
化和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但是，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又存在差异。

中国物质资本深化速度慢于印度，人力资本深化程度高于印度，产业间的差
异化程度也高于印度。中国物质资本深化主要发生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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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深化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而印度的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程度
在三个产业基本一致。
那么，中国和印度的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是什

么，影响方向和程度在两国间又是否存在差别？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劳
动力按照技能水平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建立了一个产业结构转型模
型核算框架。三大产业部门按照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使用物质资本、高技
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我们提出了三个与生产要
素禀赋相关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禀赋相对数量
变化，反映了资本深化过程；二是生产要素禀赋使用效率变化，反映了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三是生产要素禀赋配置效率变化，反映了市场改革过程。
此外，我们还引入了需求侧产品需求变化作为第四种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经
济因素。
我们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库，定量评估和

比较了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发现：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物质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较为显著，印度物
质资本深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两国人力资本深化的影响非常接近；两国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都较为显著，但方向相反；两国生产要素市场改革
的影响大致相同。
本文发展了生产要素禀赋和结构转型的关系研究。现有解释结构转型的

经济理论主要聚焦于三种经济力量。第一种影响结构转型的经济力量是收入
增长：由于不同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相等，收入增长后对不同产业产品
的相对需求发生变化 （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第二种影响结构转型的经济
力量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由于不同产业产品的替代弹性不等于１，如果不同
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存在差别，那么就会改变产品相对价格，进而使
得对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需求发生变化 （Ｎｇａ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第三种
影响结构转型的经济力量是资本深化：由于不同行业使用生产要素密集度不
相等，资本深化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就会影响产出
的相对价格，使得对不同行业产品的相对需求发生变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郭凯明等 （２０１７）将上述经济力量纳入同一个框架下分解
了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提出资本深化是影响
结构转型的新的经济力量，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结构转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与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不同的是，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提出不同产
业部门中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资本深化也会通过产品相对价格变
化的渠道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目前将人力资本深化因素引入结构转型模型中
的现有文献还相对较少。Ｃａｓ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ＩＩ（２００１）、Ｂｕ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在一个包含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模型中考察了结构转型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Ｐｏｒｚｉｏ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ａｎｇｅｌｏ（２０１７）研究了不同技能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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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选择问题。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讨论人力资本深化本身可能是结构转型
的一种推动力。本文在理论上引入了人力资本深化影响结构转型的经济机制，
从生产要素禀赋视角发展了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
本文也发展了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现有关于中印比较的文献集

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两国经济增长源泉。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对两国进行了增长核算，发现中国增长主要依靠于制造业，而印度增
长主要依靠于服务业。张勇等 （２００９）发现投资对中国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印
度，尤其是私人投资。Ｂｌｏｏ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发现，人口健康水平和人口年龄
结构等因素对两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Ｋ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估计了两国
生产技术，解释了两国生产要素积累的特征事实。二是比较两国生产率。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评估了资源错配对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Ｐａｎｄｅｙ　ａｎｄ　Ｄｏｎｇ（２００９）发现中国制度改革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两国制
造业生产率的差别。ｄｅ　Ｖｒｉｅｓ（２０１２）发现中国和印度的结构转型对总生产率
有重要贡献。杨天宇和刘贺贺 （２０１２）基于两国三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
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差异性，解释了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性。三是比较两国

ＦＤＩ等对外开放特征。Ｌｏ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９）发现，两国在行业技术上的差异性
影响了ＦＤＩ的行业投向，进而导致了两国出口产品的差异性。Ｗａｎｇ（２０１３）
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ＦＤＩ的倒Ｕ形影响，并以此解释
了两国人均ＦＤＩ的显著差别。尽管关于中国和印度比较的文献颇丰，但是基
于结构转型模型框架，对两国结构转型进行核算和比较的研究还很少，本文
填补了中印结构转型比较研究的这一空白。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述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的基本事实；第

三部分建立产业结构转型核算框架，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定量分
析；第五部分总结。

二、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的比较

这一部分详述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的基本事实。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我
们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提供的社会经济账户
（ＳＥＡ），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图１给出了产出方的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情况。中国第一产业名义增

加值比重低于印度５—６个百分点左右，但变动趋势基本一致。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中国第一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下降９．７个百分点，印度下降８．８个百分
点。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印度差别较大，第二产业名义
增加值比重比印度平均高１８．９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比印度平
均低１２．１个百分点。两国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动趋势相差不大，分别
提高了１０．５个和９．３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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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名义增加值的产业比重变化

图２给出了投入方的生产要素禀赋在产业中配置的变化情况。其中物质
资本以１９９５年价格为基准计算得到，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均用总劳动小
时数衡量。１９９５年中国物质资本在三个产业的分布情况与印度类似，但到

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第一产业物质资本比重分别下降了７．３个和４．８个百分
点，同时中国主要是第三产业物质资本比重上升，而印度主要是第二产业物
质资本比重上升。这使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第二和第三产业物质资本比重差别
扩大，中国第二产业物质资本比重低于印度６．１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物质
资本比重高于印度１０．７个百分点。中国高技能劳动在三个产业的分布情况与
印度差别较大。中国第一产业高技能劳动比重低于５％，但印度超过了３０％；
而中国第二和第三产业高技能劳动比重均高于印度，平均分别高出１２．４个和

１９．５个百分点。因此相对于中国，印度高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更加均匀。但
中国和印度类似，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高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并没有显著变化。中
国低技能劳动在三个产业的分布情况也与印度差别较大。中国和印度低技能
劳动都更多集中在第一产业，但印度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比重更高，平均比
中国高出１０．０个百分点。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比重
分别下降了１１．１个和７．７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两国第二和第三产业低技能
劳动比重都有所上升。中国第二产业低技能劳动比重更高，平均比印度高出

１０．３个百分点，这也使得两国第三产业低技能劳动比重差别较小。
图３给出了分产业生产要素禀赋相对数量的变化情况。我们将高技能劳

动和低技能劳动相加得到总劳动，用物质资本除以总劳动得到资本劳动比，
用高技能劳动除以总劳动得到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投入比重。图３第１行给
出了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过程。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都经历了
快速的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国物质资本深化速度慢于印度，

２００９年中国资本劳动比是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１倍，但印度是２．２５倍。中国和印度
人力资本深化速度基本相同，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
分别提高了８．８个和８．６个百分点，而中国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
比印度平均高３．０个百分点。图３第２行和第３行分别给出了三个产业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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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禀赋的产业配置变化
　

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国三个产业物质资本深化过程差别明显，第
一产业资本劳动比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但整个时期波动较大。

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国第二产业资本劳动比显著下降，而第三产业资本劳动比显
著上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三个产业的物质资本深化过程非常一致，
除第二产业资本劳动比在２０００年左右波动相对较大外，三个产业资本劳动比
的提高幅度基本相同。中国三个产业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比重与印度差别显
著，第一产业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比重平均仅为４．７％，比印度低１８．０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平均高达７１．２％，比印度高１１．８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差别不
大。中国三个产业人力资本深化过程存在较大差别，第一产业高技能劳动占
总劳动投入比重上升较小；第二产业上升相对显著，２００９年比１９９５年提高了

６．０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因此２００９年和１９９５年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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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投入比重差别很小。而印度三个产业的人力资本深化过程
非常一致，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三个产业的高技能劳动占总劳动投入比重分别提高
了６．８个、４．８个和６．２个百分点。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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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结构转型核算框架

（一）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模型建立在Ｄｅｎｎｉｓ　ａｎｄ　Ｉｓｃａｎ（２００９）、Ｃａｉ（２０１５）的框架基础上。生产方

面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用下标ｊ，ｊ′＝｛１，２，３｝区分。每个产业由

一个代表性的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生产要素分为

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劳动力又按照技能水平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

力，其中高技能劳动力反映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需求方面由一个代表

性个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进行拟合，偏好满足ＣＥＳ型非位似偏好。由于生产

要素市场摩擦，三个产业部门生产要素回报率存在差异。

生产方面，第ｊ产业部门的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租用物质资本Ｋｊ 、雇

用高技能劳动力Ｈｊ和低技能劳动力Ｌｊ生产产出Ｙｊ ，技术满足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形式：

Ｙｊ＝ＡｊＫαｊｊ Ｈβｊ
ｊＬ１－αｊ－βｊｊ ， （１）

其中，Ａｊ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ｊ 、βｊ 和１－αｊ －βｊ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用ｒｊ 、ｗｈｊ 和ｗｌｊ 分别表示物质资

本租金、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三个产业部门生产要素价

格可以存在差异，故租金和工资变量都带有下标ｊ。用Ｐｊ 表示产出价格。厂

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最优性条件给出：

ｒｊＫｊ＝αｊＰｊＹｊ ， （２）

ｗｈｊＨｊ＝βｊＰｊＹｊ ， （３）

ｗｌｊＬｊ＝（１－αｊ－βｊ）ＰｊＹｊ ． （４）

需求方面，代表性个体的偏好满足ＣＥＳ型非位似偏好：


ｊ＝１，２，３

ω１／εｊ ｙｊ＋ｙ
－
ｊ（ ）（ε－１）／ε［ ］ε／（ε－１），

其中，ωｊ ＞０为常数，满足
ｊ
ωｊ＝１；ε≥０为常数，表示三个产业部门产品

的替代弹性；ｙｊ表示人均需求的产品；ｙ
－
ｊ为常数，ｙ

－
ｊ≠０使得三个产业部门产

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个体预算约束满足：


ｊ＝１，２，３

ＰｊｙｊＮ＝ 
ｊ＝１，２，３

（ｒｊＫｊ＋ｗｈｊＨｊ＋ｗｌｊＬｊ）． （５）

用Ｎ 表示人口规模。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最优性条件给出：

ｙｊ＋ｙ
－
ｊ

ｙｊ′＋ｙ
－
ｊ′

＝
ωｊ
ωｊ′

Ｐｊ
Ｐｊ′（ ）－ε． （６）

用Ｋ 、Ｈ 和Ｌ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生产要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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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出清条件为：


ｊ
Ｋｊ＝Ｋ ，

ｊ
Ｈｊ＝Ｈ ，

ｊ
Ｌｊ＝Ｌ． （７）

设定生产要素价格满足：

ξｒｊ＝ｒｊ／ｒ２ ，ξｈｊ＝ｗｈｊ／ｗｈ２ ，ξｌｊ＝ｗｌｊ／ｗｌ２ ． （８）

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作为基准，于是ξｒ２＝ξｈ２＝ξｌ２＝１。参数ξｒｊ，ξｈｊ，ξｌｊ是

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因子，衡量了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导致三个产业生产要素价

格的差异化程度。借鉴Ｃｈ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等研究，下文定量核算时使用数

据计算摩擦因子，因此摩擦因子是外生变量。

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为：

Ｙｊ＝ｙｊＮ． （９）

定义物质资本强度和人力资本强度分别为

ｋｊ＝Ｋｊ／Ｌｊ ，ｈｊ＝Ｈｊ／Ｌｊ． （１０）

变量ｋｊ 和ｈｊ 的增加分别反映了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求解模型

可知，投入方面生产要素的产业分布满足：

Ｌｊ
Ｌ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ε １－αｊ′ －βｊ′１－αｊ－βｊ（ ）－ε ｋ

αｊ′
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１１）

Ｈｊ
Ｈ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ｈｊ′ξｈ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βｊβｊ′

１－αｊ′ －βｊ′
１－αｊ－βｊ（ ）１－ε ｋ

αｊ′
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βｊ′ｊ′ｈβｊｊ（ ）１－ε ，
（１２）

Ｋｊ
Ｋ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ｒｊ′ξｒ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αｊαｊ′

１－αｊ′ －βｊ′
１－αｊ－βｊ（ ）１－ε ｋ

αｊ′
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βｊ′ｊ′ｈβｊｊ（ ）１－ε，
（１３）

其中，ρｊ＝ｙ
－
ｊ／ｙｊ 。产出方面名义增加值的产业分布满足：

ＰｊＹｊ
Ｐｊ′Ｙ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１－ε １－αｊ′ －βｊ′１－αｊ－βｊ（ ）１－ε ｋ

αｊ′
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１４）

（二）模型的分析

由式 （１１）— （１４）知，无论是从投入方生产要素的产业分布来看，还

是从产出方增加值的产业分布来看，产业结构转型过程都受四种因素影响，

下面将依次进行分析。

１．生产要素禀赋相对数量

第一种影响因素是生产要素禀赋相对数量变化，即资本深化过程，由式



第４期 郭凯明等：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１２２１　

（１１）— （１４）中等号右边ｋαｊ′ｊ′ ／ｋ
αｊ
ｊ 和ｈβｊ′ｊ′ ／ｈ

βｊ
ｊ 的指数形式及由α和β组成的系

数捕捉。伴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深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强度提高，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成本将相对下降，于是，使用物质资本或人力资

本的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的产品相对价格将随之下降，导致实际支出即

实际产出相对上升。尽管实际产出相对上升，但是如果产业间产品的需求替

代弹性较小，那么该产业的名义支出仍然会相对下降，导致名义产出相对下

降，推动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等生产要素转向其他产业。反

之亦然。

这一经济机制可以由式 （１１）— （１４）推导得到。考虑所有产业的物质

资本强度ｋ上升到原来的γ（γ＞１）倍，不失一般性的，假设αｊ′＞αｊ ，即第

ｊ′产业的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第ｊ产业。此时，当ε＜１，即对产业间产品的

需求替代弹性较小时，第ｊ和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和名义增加值之比将变为

原来的γ（αｊ′－αｊ）（１－ε）＞１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和

名义增加值比重将上升。同理，考虑所有产业的人力资本强度ｈ上升到原来

的η（η＞１）倍，不失一般性的，假设βｊ′＞βｊ ，即第ｊ′产业的人力资本密集

度高于第ｊ产业。此时，当ε＜１，即对产业间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小时，

第ｊ和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Ｌ、Ｈ、Ｋ 和名义增加值ＰＹ 之比将变为原来的

η
（βｊ′－βｊ）（１－ε）＞１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和名义增

加值比重将上升。

２．生产要素禀赋使用效率

第二种影响因素是生产要素禀赋使用效率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

程，由式 （１１）— （１４）中等号右边Ａｊ′／Ａｊ 的指数形式及由ω组成的系数捕

捉。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业产品价格将倾向于下降。于是，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快的产业的产品相对价格将下降，导致实际支出即实际产

出相对上升。如果产业间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小，那么该产业的名义支出

和名义产出仍然会相对下降，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等生产要

素将转向其他产业。反之亦然。

这一经济机制可以由式 （１１）— （１４）推导得到。考虑第ｊ′产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第ｊ产业，即Ａｊ′／Ａｊ提高。当ε＜１，即对产业间产品

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小时，第ｊ和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Ｌ、Ｈ、Ｋ 和名义增加

值ＰＹ之比将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和名义增

加值比重将上升。

３．生产要素禀赋配置效率

第三种影响因素是生产要素禀赋配置效率变化，即市场改革过程，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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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４）中等号右边ξｒ、ξｈ、ξｌ 比值的指数形式捕捉。当生产要素配置

效率提高时，产业间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差距缩小，生产要素就将由边际回

报率低的产业流向其他产业，从而促使该产业的实际产出比重下降，产品相

对价格上升。如果产业间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小，那么该产业的名义产出

比重将上升。反之亦然。

这一经济机制可以由式 （１１）— （１４）推导得到。如果ξｌｊ 提高，即第ｊ
产业的低技能劳动工资相对上升，那么就意味着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

其他产业，于是第ｊ和第ｊ′产业的低技能劳动力Ｌ之比将下降。当ε＜１，即

对产业间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小时，第ｊ和第ｊ′产业的名义增加值ＰＹ 之

比将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ｊ产业的生产要素比重将下降，名

义增加值比重将上升。同理，如果ξｈｊ或ξｒｊ提高，即第ｊ产业的高技能劳动工

资或物质资本租金相对上升，那么就意味着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或物质资本

转移到其他产业，于是第ｊ和第ｊ′产业的高技能劳动力Ｈ 或物质资本Ｋ 之比

将下降。

４．需求侧产品需求

第四种影响因素是需求侧产品需求变化，由式 （１１）— （１４）中 （１＋

ρｊ′）／（１＋ρｊ）捕捉。伴随着经济发展，消费、投资或出口中产品相对需求下降

的产业的名义增加值和生产要素比重也将随之下降。比如，如果随着收入提

高，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更快上升，那么农业增加值

比重和生产要素在农业中的占比都会下降 （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如果

投资品更多需要服务业增加值，那么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生产要素在服务业

中的占比都会上升 （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如果国际贸易提高了对本国工业产品

的需求，那么工业增加值比重和生产要素在工业中的占比都会上升 （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这一经济机制可以由式 （１１）— （１４）推导得到。如果ρｊ 提高，那么第

ｊ产业的生产要素比重和增加值比重都会下降。比如，当ｙ
－
ｊ＜０，即第ｊ产业

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时，ρｊ ＜０。那么随着收入提高，ρｊ 的绝对值就会随

之下降，降低了对第ｊ产业生产要素比重和增加值比重的影响，第ｊ产业生

产要素比重和增加值比重都会下降。

四、定量分析

（一）数据构造和参数校准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 ＷＩＯＤ 提供的 ＳＥＡ 数据库，该数据库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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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４０个国家分行业的名义增加值、价格、

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和回报等数据。我们将行业数据按照产业分类加总后

得到三大产业数据。

我们用名义增加值除以价格水平后得到实际增加值，由于价格以１９９５年

为基准，实际增加值是以１９９５年价格为基期衡量的。ＳＥＡ数据库还给出了

１９９５年价格为基期衡量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我们直接使用这一数据作为物

质资本投入。ＳＥＡ数据库中劳动投入按照学历水平分为了高技能劳动 （大学

及以上）、中技能劳动 （高中）和低技能劳动 （初中及以下），用总劳动小时

数衡量，即把每一类劳动力的人数乘以劳动小时计算得到。我们将高技能和

中技能劳动的劳动小时数加总后作为高技能劳动投入，将低技能劳动的劳动

小时数作为低技能劳动投入。之后使用式 （１０）计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强度。

参数α和β度量了生产要素回报份额。ＳＥＡ数据库给出了物质资本和不

同技能劳动的回报。我们用产业物质资本回报占名义增加值比重衡量α，用

产业高技能和中技能劳动回报占名义增加值比重衡量β。基于三个产业的实

际增加值、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要素回报份额数据，我们使用式 （１）直接计

算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使用生产要素回报除以生产要素投入得到生产要素价

格，之后使用式 （８）计算得到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因子。

我们还需要估计需求偏好参数ωｊ，ｙ
－
ｊ，ε。我们使用总名义增加值除以

总人口得到人均名义增加值。人口数据来自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９．０。由式

（５）— （６），可以得到：

Ｐｊｙ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ｊ′
＝

ωｊＰ
１－ε
ｊ


ｊ′＝１，２，３

ωｊ′Ｐ
１－ε
ｊ′
１＋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ｊ′

烄

烆

烌

烎
－

Ｐｊｙ
－
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ｊ′
．（１５）

给定三个产业价格水平、人均名义增加值和参数，上式等号右边决定了

第ｊ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我们首先参考多数文献的做法，假设ｙ
－
２＝０。之后

与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采用相同方法，通过调整待定参数取值，使得上

式等号右边计算得到的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与实际数据的差距的平方和最小。

我们估计得到中国的需求替代弹性ε取值为０．１４７，印度为０．１６１，较

为接近，并且均显著小于１，意味着三个产业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或者说

具有较高的互补性。中国影响需求中三个产业产品重要性的参数ω１、ω２ 和

ω３分别取值０．０４７、０．５４３和０．４１０，印度为０．０３７、０．２６８和０．６９５，意味

着中国需求中更加重视第二产业产品，印度需求中更加重视第三产业产品。

两个国家的ｙ
－
１均小于０，ｙ

－
３均大于０，意味着第一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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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第三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最高。用ｙ
－
ｊ 除以人均实际增加值即可计算

得到变量ρｊ 。

（二）产业结构转型核算结果

我们将三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强度、人力资本强度和所有参

数全部代入式 （１１）— （１４），可以计算得到生产要素和增加值在三个产业的

分布，并将其作为基准模型结果。基准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

三个产业名义增加值、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比重与实际数据的差距基

本处在１个百分点以内。

为了分解核算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数量、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以及需

求侧产品需求这四种因素对产业结构转型的贡献，我们采用反事实模拟方法。

具体的，我们首先将三个产业物质资本回报份额和物质资本强度固定在１９９５
年水平，之后再进一步将三个产业高技能劳动回报份额和人力资本强度固定

在１９９５年水平，最后依次将全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因子和产品需

求偏好参数固定在１９９５年水平。变动参数和变量的顺序改变后，四种因素的

影响程度并不会明显变化。表１和表２分别给出了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转型

核算结果。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既

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从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数量变化上看，中国物

质资本深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印度物质资本深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两国人力

资本深化的影响非常接近。具体的，由于中国和印度第二产业使用物质资本

的密集程度高于其他两个产业，物质资本深化分别降低了第二产业名义增加

值比重５．９个和２．０个百分点。对印度的影响较小的原因是相对中国而言，

印度三个产业物质资本深化程度和使用物质资本的密集程度的差别并不大。

中国和印度的物质资本深化过程在降低第二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同时，都

提高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对第一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较小。

中国物质资本深化提高了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力比重１７．２个百分点，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不同于对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说明三个产业

使用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趋势性变化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印度三个产业使用

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并无明显变化，因此物质资本深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

分布的影响与对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并无明显差别。中国和印度物质资本

深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类似于其对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

中国的影响较为显著，印度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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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９．６ －９．９ －０．５　 １．７ －２．７　 ２．６ －１０．９

第二产业 －０．９ －０．８ －５．９　 ２．８ －２．３ －０．２　 ４．９

第三产业 １０．５　 １０．７　 ６．４ －４．４　 ５．０ －２．４　 ６．０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７．２　 ０．６ －６．２ －１．１ －２２．０

第二产业 ６．４　 ６．６ －６．３ －２．０　 １．０　 ０．５　 １３．４

第三产业 ４．７　 ４．８ －１０．９　 １．４　 ５．１　 ０．５　 ８．６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０．５ －０．６ －０．４　 ２．３ －０．８　 １．１ －２．８

第二产业 ３．２　 ３．１ －６．３　 ５．９ －３．８　 ７．９ －０．６

第三产业 －２．７ －２．５　 ６．７ －８．３　 ４．６ －８．９　 ３．４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印度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８．８ －８．８ －０．２　 ２．０　 ３．４ －２．１ －１１．８

第二产业 －０．５ －０．５ －２．０　 ２．６ －０．４ －０．１ －０．５

第三产业 ９．３　 ９．２　 ２．２ －４．６ －２．９　 ２．２　 １２．４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７．７ －７．６　 １．０　 ０．３　 ６．５　 ０．８ －１６．３

第二产业 ５．１　 ５．３　 ３．０　 ０．０ －２．４ －０．３　 ５．０

第三产业 ２．６　 ２．３ －４．１ －０．３ －４．１ －０．５　 １１．３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３．５ －３．５ －０．４　 ６．４　 ５．３　 １．１ －１５．８

第二产业 ２．４　 ２．８ －１．５　 １．７ －１．０　 ２．９　 ０．６

第三产业 １．１　 ０．７　 １．９ －８．１ －４．３ －３．９　 １５．１

由于中国和印度第三产业使用高技能劳动力的密集程度高于其他两个产

业，人力资本深化分别降低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４．４个和４．６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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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影响程度非常接近。中国和印度人力资本深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

布的影响都相对有限，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影响较为显著，类似于

对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

从生产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上看，中国和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

都较为显著，但方向相反。由于中国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低于第

一和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５．０个百

分点；而由于印度第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

了第一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３．４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类似于对名义增加值比重的

影响，并且影响程度都非常显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降低了第一产

业低技能劳动力比重６．２个百分点，但对第一产业高技能劳动力比重的影响

有限，分别显著提高了第三产业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比重５．１个和

４．６个百分点。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显著提高了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力

和高技能劳动力比重６．５个和５．３个百分点，同时分别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

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比重４．１个和４．３个百分点。

从生产要素禀赋的配置效率上看，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影响

大致相同。虽然中国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成本在２００３年以

后不断降低，但之前却有所上升，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分布所受影响并不显著，

第一产业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仅下降１．１个百分点。印度低技能劳动力分布所

受影响也非常有限。但是，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与在其他产业的回

报率差距显著下降，有效降低了第三产业高技能劳动力比重８．９个百分点；

而印度高技能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对回报率提高，降低了第三

产业高技能劳动力比重３．９个百分点。此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提高了中国

第一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２．６个百分点，提高了印度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

重２．２个百分点。

从需求侧产品需求上看，需求侧产品需求对产业结构影响显著，提高了

第三产业比重，降低了第一产业比重。这与需求侧非位似偏好密切相关，第

一产业需求收入弹性较低，第三产业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因此伴随着收入增

长，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同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中国需求侧产品需求变化

降低第一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同时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但是印度

需求侧产品需求变化主要提高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对第二产业比重

影响非常有限。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上。需求侧产

品需求变化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产业分布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对印度的影响

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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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细分劳动力技能

前文将 ＷＩＯＤ的ＳＥＡ划分的高技能劳动和中技能劳动加总后衡量模型中

的高技能劳动投入，这一小节将进一步细分劳动力技能。我们将模型中劳动

力投入划分为高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三类，分别用Ｈ 、Ｍ 和

Ｌ 表示。此时，生产函数变为

Ｙｊ＝ＡｊＫαｊｊ Ｈβｊ
ｊ Ｍγｊ

ｊＬ１－αｊ－βｊ－γｊｊ ． （１６）

参数βｊ 和γｊ 分别是高技能劳动力和中技能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用ξｍｊ 表
示第ｊ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中技能劳动回报之比，衡量了中技能劳动力市场的
转移成本，其他变量均不变。

定义ｍｊ ＝Ｍｊ／Ｌｊ 。此时，生产要素的产业分布和产业增加值比重式
（１１）— （１４）变为：

Ｌｊ
Ｌ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ε １－αｊ′ －βｊ′ －γｊ′１－αｊ－βｊ－γｊ

（ ）－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

βｊ′
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ｍγｊ′ｊ′
ｍγｊｊ
（ ）１－ε ， （１７）

Ｈｊ

Ｈ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ｈｊ′ξｈ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βｊβｊ′

１－αｊ′ －βｊ′ －γｊ′
１－αｊ－βｊ－γ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ｍγｊ′ｊ′
ｍγｊｊ（ ）１－ε ， （１８）

Ｍｊ

Ｍ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ｍｊ′ξｍ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γｊγｊ′ １－αｊ′ －βｊ′ －γｊ′１－αｊ－βｊ－γ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ｍγｊ′ｊ′
ｍγ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１９）

Ｋｊ
Ｋ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ｒｊ′ξｒ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αｊαｊ′ １－αｊ′ －βｊ′ －γｊ′１－αｊ－βｊ－γ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ｍγｊ′ｊ′
ｍγ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２０）

ＰｊＹｊ
Ｐｊ′Ｙｊ′

＝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１－ε １－αｊ′ －βｊ′ －γｊ′１－αｊ－βｊ－γ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ｈβｊ′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ｍγｊ′ｊ′
ｍγ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２１）

我们使用ＳＥＡ中的大学及以上、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的总劳动

小时数分别衡量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劳动投入，重新构造数据。由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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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中技能劳动力，之前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都会改

变，但不影响需求偏好参数的估计结果。为此，我们重新计算三个产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和三种技能劳动力在三个产业的劳动回报份额，并以此计算三种

技能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转移成本。之后我们按照前文方法进行分解核算。

其中，在核算人力资本深化的影响时，我们将高技能和中技能劳动力与低技

能劳动力之比和产出弹性同时固定在１９９５年水平。表３和表４分别汇报了中

国和印度的核算结果，从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两个新发现。

表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细分劳动力技能）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９．６ －９．９ －０．５　 １．０ －１．９　 ２．４ －１０．９

第二产业 －０．９ －０．８ －５．９　 ２．６ －２．３　 ０．０　 ４．９

第三产业 １０．５　 １０．７　 ６．４ －３．６　 ４．２ －２．３　 ６．０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７．２ －０．３ －５．３ －１．０ －２２．０

第二产业 ６．４　 ６．６ －６．３ －１．９　 １．１　 ０．４　 １３．４

第三产业 ４．７　 ４．８ －１０．９　 ２．２　 ４．３　 ０．６　 ８．６

中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０．０ －０．１ －０．４　 ２．４ －０．５　 １．４ －３．０

第二产业 ４．９　 ４．９ －６．４　 ９．８ －３．０　 ５．０ －０．５

第三产业 －４．９ －４．８　 ６．８ －１２．２　 ３．５ －６．４　 ３．５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０．７ －０．８　 ０．０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５

第二产业 ２．８　 ２．７ －４．９　 ２．２ －１．９　 ８．３ －０．９

第三产业 －２．０ －１．９　 ４．９ －２．０　 ２．０ －８．３　 １．５

表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印度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细分劳动力技能）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８．８ －８．８ －０．２　 ２．３　 ３．７ －２．７ －１１．８

第二产业 －０．５ －０．５ －２．０　 ３．１ －１．２　 ０．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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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第三产业 ９．３　 ９．２　 ２．２ －５．４ －２．５　 ２．５　 １２．４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７．７ －７．６　 １．０　 ０．４　 ６．５　 ０．８ －１６．３

第二产业 ５．１　 ５．３　 ３．０　 ０．３ －２．７ －０．３　 ５．０

第三产业 ２．６　 ２．３ －４．１ －０．６ －３．８ －０．５　 １１．３

中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２．４ －２．４ －０．３　 １０．１　 ５．５ －０．９ －１６．８

第二产业 ２．９　 ３．３ －１．５　 １．２ －１．５　 ３．６　 １．４

第三产业 －０．５ －０．９　 １．８ －１１．２ －４．０ －２．７　 １５．４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１．０ －１．０ －０．４　 ３．４　 １．９　 １．０ －６．９

第二产业 １．１　 １．５ －１．５　 ４．７ －０．３　 ０．７ －２．１

第三产业 ０．０ －０．５　 １．９ －８．１ －１．６ －１．７　 ９．０

第一，尽管更加细分劳动力技能后，人力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与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变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变化，但

是变化程度均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高技能劳动投入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

占高技能和中技能劳动投入之和的比重均相对较低。从人力资本深化的影响

上看，更加细分劳动力技能后，中国人力资本深化由降低第三产业名义增加

值比重４．４个百分点缩小到３．６个百分点，印度由降低４．６个百分点扩大到

５．４个百分点；两国人力资本深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仍然有

限。从生产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中国对第三产业

名义增加值比重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的提高作用分别从５．０个和５．１个

百分点缩小到４．２个和４．３个百分点，在印度的降低作用从２．９个和４．１个百

分点缩小到２．５个和３．８个百分点，变化幅度不大，且方向不变。从生产要

素禀赋的配置效率上看，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在两国对增加值比重和低技能劳

动力比重的影响依然非常有限，与表１和表２的差别均小于１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中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

布均有较大影响，对中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更大。从生产要素禀赋

的相对数量上看，中国物质资本深化显著影响了中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产

业分布，前者的影响程度略大于后者；人力资本深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

分布影响有限，对中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影响较高。印度物质资本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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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影响依然有限，但人力资本深化的影响

非常显著，对中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程度也高于高技能劳动力。从生产要素禀

赋的使用效率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

的影响基本上较表１和表２有所缩小，但方向依然不变。从生产要素禀赋的

配置效率上看，无论中技能劳动力还是高技能劳动力，部门转移成本变化在

中国都显著影响了其产业分布，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更大；在印度的影响

都依然有限，并且低于表１和表２的影响程度。

综上，我们将高技能劳动力进一步细分，发现人力资本深化、生产要素

禀赋的影响的变化程度非常小，且方向不变，因此表１和表２结果具有一定

的稳健性。

２．引入国际贸易

根据 Ｍａｏ　ａｎｄ　Ｙａｏ（２０１２）、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等研究，国际贸易也会影

响到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影响结构转型。这一小节将在前文

模型中引入国际贸易。此时，三大产业的产出不再全部用于国内需求，其中

一部分会出口。并且，国内需求的产品也不全部由本国生产，其中一部分来

自进口。我们仍然使用Ｙｊ 表示产业部门ｊ的增加值，但此时国内需求的产业

部门ｊ的增加值变为ｙ
～
ｊ ，二者满足：

ｙ
～
ｊ＝Ｙｊ－Ｘｊ＝ｚｊＹｊ ， （２２）

其中，Ｘｊ 为每个产业部门的净出口。引入变量ｚｊ＝ｙ
～
ｊ／Ｙｊ 衡量本国需求与本

国生产之比，ｚｊ ＜１表示产业部门ｊ为贸易盈余部门，ｚｊ ＞１表示产业部门ｊ
为贸易赤字部门。

定义ｙ
～
ｊ＝Ｙｊ／Ｎｊ 为人均形式的本国需求。此时需求方面的偏好变为：


ｊ＝１，２，３

ω１／εｊ ｙ
～
ｊ＋ｙ

－
ｊ（ ）（ε－１）／ε［ ］ε／（ε－１）．

由于Ｙｊ和ｙ
～
ｊ均使用增加值衡量，Ｘｊ也应为增加值。此时预算约束方程式

（５）变为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Ｎ ＝ 

ｊ＝１，２，３

（ｒｊＫｊ＋ｗｈｊＨｊ＋ｗｌｊＬ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Ｘｊ． （２３）

重新求解模型，生产要素和产出的产业分布式 （１１）－ （１４）变为：

Ｌｊ
Ｌｊ′
＝
ｚｊ′
ｚｊ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ε １－αｊ′ －βｊ′１－αｊ－βｊ（ ）－ε ｋ

αｊ′
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
βｊ′
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２４）

Ｈｊ

Ｈｊ′
＝
ｚｊ′
ｚｊ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ｈｊ′ξｈ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βｊβｊ′

１－αｊ′ －βｊ′
１－αｊ－βｊ
（ ）１－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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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αｊ′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βｊ′ｊ′ｈβｊｊ（ ）１－ε ， （２５）

Ｋｊ
Ｋｊ′
＝
ｚｊ′
ｚｊ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ξｒｊ′ξｒｊ ξｌｊξｌｊ′（ ）１－εαｊαｊ′ １－αｊ′ －βｊ′１－αｊ－β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βｊ′ｊ′ｈβｊｊ（ ）１－ε ， （２６）

ＰｊＹｊ
Ｐｊ′Ｙｊ′

＝
ｚｊ′
ｚｊ
１＋ρｊ′
１＋ρｊ

ωｊ
ωｊ′

Ａｊ′
Ａｊ（ ）１－ε ξｌｊξｌｊ′（ ）１－ε １－αｊ′ －βｊ′１－αｊ－βｊ

（ ）１－ε×
ｋαｊ′ｊ′
ｋαｊｊ（ ）１－ε ｈ

βｊ′
ｊ′

ｈβｊｊ

烄

烆

烌

烎

１－ε

． （２７）

与式 （１１）— （１４）相比，此时本国需求和本国生产之比也会影响产业

结构。ｚｊ 相对于ｚｊ′ 越小，意味着本国产业部门ｊ的增加值中有更多比例用于出

口，满足国外市场需求，因此国际贸易扩大了该产业部门的比重。反之亦然。

为了定量核算生产要素禀赋的影响，生产方面的数据构造依然不变，但

此时需要重新估计需求偏好ε，ωｊ ，并计算本国需求与本国生产之比ｚｊ 。估

计方程式 （１５）变为

Ｐｊｙ
～
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

＝
ωｊＰ１－εｊ


ｊ′＝１，２，３

ωｊ′Ｐ１－εｊ′
１＋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

烄

烆

烌

烎
－

Ｐｊｙ
－
ｊ


ｊ′＝１，２，３

Ｐｊ′ｙ
～
ｊ′

．（２８）

为了得到产业部门ｊ的本国需求，我们需要计算使用增加值衡量的产业

部门ｊ的净出口。但是贸易数据只是给出了使用产出衡量的产业净出口，并

没有数据来源直接给出增加值衡量的产业净出口，我们需要基于世界投入产

出表计算。１

使用三个产业部门的ｚｊ 和增加值，可以计算三个产业部门的本国需求。

之后采用前文同样的方法，利用式 （２８）直接估计偏好。此时估计得到的中

国和印度对三个产业产品需求替代弹性ε取值分别为０．２０６，印度为０．０７５。

与前文估计结果相比，中国对三个产业产品需求替代弹性有所上升，印度有

所下降，但变化幅度均小于０．１，说明国外市场的需求替代弹性与本国的差别

很小。影响需求中三个产业产品重要性的参数ω１、ω２、ω３ 也均与前文估计结

果接近。此外，两个国家估计出的ｙ
－
１仍然均小于０，ｙ

－
３均大于０。基于估计结

果，我们重新构造出变量ρｊ 。之后把所有变量和参数代入式 （２４）— （２７），

重新进行核算。此时，我们将ｚｊ 和ρｊ 变化的影响均视作需求侧产品需求的

影响。

１ 附录给出了详细的计算过程。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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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和表６给出了核算结果。与表１和表２对比，模型依然较好地拟合了

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基准模型下的预测值与数据的差距基本在１
个百分点以内。并且，定量核算的主要结果也没有显著变化。无论是生产要

素禀赋的相对数量、使用效率、配置效率，还是需求侧产品需求，这些因素

对生产要素和增加值的产业分布的影响的变化幅度均在２个百分点以内，绝

大多数均在１个百分点以内。

表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引入国际贸易）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９．６ －１０．４ －０．５　 １．６ －２．５　 ２．４ －１１．３

第二产业 －０．９ －１．２ －５．５　 ２．６ －２．２ －０．１　 ４．１

第三产业 １０．５　 １１．６　 ６．０ －４．２　 ４．７ －２．２　 ７．３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１１．１ －１２．０　 １７．４　 ０．３ －５．８ －１．５ －２２．４

第二产业 ６．４　 ６．６ －６．０ －２．０　 ０．９　 ０．７　 １３．０

第三产业 ４．７　 ５．３ －１１．４　 １．７　 ４．９　 ０．８　 ９．４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０．５ －０．７ －０．４　 ２．３ －０．７　 １．０ －３．０

第二产业 ３．２　 ２．４ －５．９　 ５．７ －３．５　 ７．７ －１．６

第三产业 －２．７ －１．６　 ６．２ －８．０　 ４．２ －８．７　 ４．６

表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印度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引入国际贸易）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

第一产业 －８．８ －８．８ －０．２　 ２．１　 ３．６ －２．２ －１２．１

第二产业 －０．５　 ０．６ －２．３　 ３．０ －０．４ －０．１　 ０．４

第三产业 ９．３　 ８．３　 ２．５ －５．１ －３．１　 ２．３　 １１．７

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７．７ －８．２　 ０．９　 ０．６　 ７．２　 ０．４ －１７．３

第二产业 ５．１　 ６．１　 ３．１　 ０．０ －２．７ －０．１　 ５．９

第三产业 ２．６　 ２．１ －４．０ －０．６ －４．５ －０．３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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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 基准模型
物质资本

深化

人力资本

深化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要素市场

摩擦变化

需求侧

需求变化

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

第一产业 －３．５ －３．７ －０．４　 ６．５　 ５．７　 ０．７ －１６．２

第二产业 ２．４　 ３．６ －１．７　 ２．０ －１．１　 ３．０　 １．４

第三产业 １．１　 ０．１　 ２．１ －８．５ －４．６ －３．７　 １４．７

综上，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国际贸易后计算了每个产业部门的本国需求

的增加值，使用这一数据重新估计了需求偏好，并进行了产业结构转型核算，

表５和表６的核算结果表明，前文的定量结果具有较高稳健性。２

五、结　　论

本文从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这一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
产业结构转型模型核算框架，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数量、使用效率和

配置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的经济机制。之后将这一核算框架应用于中国和印度

的发展历史，定量评估和比较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变化对这两

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数量上看，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影响较为

显著，印度物质资本深化的影响较小；两国人力资本深化的影响非常接近。

两国物质资本深化降低了第二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提高了第三产业名义增

加值比重，这与对高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的影响基本相同；中国物质资本深

化显著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在第一产业的比重，印度物质资本深化对低技能劳

动的产业分布影响较小。两国人力资本深化降低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

和高技能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分布，影响程度非常接近。两国人力资本深化

对低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的影响都相对有限。

第二，从生产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上看，中国和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影响都较为显著，但方向相反。中国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低于

第一和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了第三产业名义增加值比重；印度

第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了第一产业名义增

加值比重。这与对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的影响基本相同。

第三，从生产要素禀赋的配置效率上看，中国和印度生产要素市场改革

２ 在附录中，我们还使用其他较为常用的数据来源重新进行了产业结构转型核算，发现主要结果没有
变化，说明定量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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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大致相同。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与在其他产业的相对回报率

下降，降低了高技能劳动在第三产业的比重；而印度高技能劳动力在第三产

业与在其他产业的相对回报率提高，也降低了高技能劳动在第三产业的比重。

但两国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对名义增加值和低技能劳动的产业分布的影响都很

有限。

本文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继续研究。一是进一步分析什么因素导致了生

产要素市场摩擦因子的变动，及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二是参考 Ｕ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模型框架，将模型中的国际贸易内生化，定量评估生产要素禀赋通

过国际贸易渠道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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